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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 的想象脉络： 一种跨文化传播的论述
洪长晖

摘　 要： 全球格局正在改写， 可是身处其中的国家及其政策主导者却未必改变了思维观念。 世界动荡

不安的重要因素除了基于物质资源的争夺之外， 还有文化扩散过程中的冲突与扞格。 跨文化传播的开展既

有 “你们” 与 “我们” 的惯性区分， 又有传统与现代的高下分野， 以至于构建 “巴别塔” 的努力始终是

一种遥不可及的想象。 只是， 强劲的想象同样会产生巨大的动能， 反映在传播中就是不同层面、 不同历史

时段的 “共同体” 描述。 尽管这些关于共同体的想象与描述存在着诸多歧异， 却不容否认其间有着密切的

线索勾连， 换言之， 其中存在着深层的动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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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 日应该是一个被历史铭记的时间。 当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 这是

继此前美国宣布退出 ＴＰＰ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Ｔｒａｎｓ－Ｐａｃｉｆ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之后又一让世界哗然

的消息。 一时间， 关于巴黎协定所代表的全球治理模式似乎正面临重重危机。 事实上， 这重危机的序

幕早就已经被拉开。 ２０１６ 年英国通过全民公投， 决定脱离欧盟， 当时整个欧洲乃至世界格局似乎都陷

入了需要被重新改写的困局。 要知道， 自 １９９３ 年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签署生效， 欧盟正式诞生， 到

如今的二十多年里尽管纷扰不断， 可一直是作为多极世界中的重要一极， 同时更被许多人视为是未来

世界的发展样本之一。 欧盟的前身是欧共体， 又称欧洲共同市场， 英文为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由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一词自是可以想见其中蕴含着欧洲力图实现 “同一个欧洲， 同一个声音” 的愿景。 无论是

巴黎协定开启全球合作对付气候变化的宏图， 还是欧盟整合欧洲共为一体的愿景， 如今， 都破灭了吗？

或者以一种理论化的表述， 假使当年欧共体及其后欧盟的目标是要在欧洲内部达成政治、 经济、 文化

的社会整合， 那么如今这种整合的努力是否失败 （或受挫） 了？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 英国退出欧盟，

是否意味着一直以来被赋予 “共同体” 的想象终归虚无？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习近平在 ２０１７ 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开幕式上强调， “人类已经成为你中

有我、 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利益高度融合， 彼此相互依存。” ［１］ 依此论述， 中国正宣示要坚持创新、

公平包容、 协同联动， 打造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 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 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 这样

的宏图是否又正应了 “西方不亮东方亮” 这句俗语？ 一种另类共同体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的想象不

仅是可能的， 而且正在实践过程中？ 而这种东西方之间出现的 “背道而驰” 的局面是否正是基于对跨

文化交流中的障碍之超越？

１９５５ 年， 美国学者爱德华·霍尔首次将 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ｅ 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两个词连在一起， 从而在无意

之间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 而他随即出版的 《无声的语言》 一书也成了这个名为 “跨文化传播”

基金项目： 本文系 ２０１８ 年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 ‘一带一路’ 倡议与传播共同体构建策略研究” （ Ｚ１８ＪＣ０９５） 阶段

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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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领域的奠基之作。 在今天看来， 跨文化传播是 “各种文化信息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流动、 共享和

互动的过程， 主要指涉人类社会中文化要素的扩散、 渗透和迁移的现象， 以及身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们之间发生的信息传播与人际交往活动”。［２］ 无论是文化移转 （ Ｔｒａｎ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还是文化的殖民化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都与生活于不同社会中的人及其活动密切相关。 而关于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自

古以来就充斥着诸多的想象， 从中国早期的 “绝地天通” 传说， 到 《圣经·旧约》 记载的 “巴别塔”

神话， 仿佛是绵长的召唤， 都传递着一种构建 “共同体” 的渴望， 尽管几经风雨变幻， 可终究是迁延

至今。

　 　 关于共同体， 当代思想家齐格蒙特·鲍曼曾写过这样一段话， “共同体是一个 ‘温馨’ 的地方， 一

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 它就像是一个家 （ ｒｏｏｆ） ， 在它的下面， 可以遮风避雨； 它又像是一个壁炉，

在严寒的日子里， 靠近它， 可以暖和我们的手。” ［３］毫无疑问， 鲍曼的描述具有一股浓浓的温情， 不过

最重要的还在于， 在这样的共同体内部， 人与人之间能够相互依靠。 这仿佛又回到了人类之初的想象

与尝试。

一、 共同体的想象与描述

人与人之间真的可以相互依靠吗？ 如果可以， 又应该遵循什么样的途径？ 面对着这样的追问， 至少

在第一个问题上恐怕是让人无法乐观的， 否则关于 “共同体” 的想象也就不会如此绵延不绝。 鲍曼本

人也不无遗憾地说， 共同体 “意味着的并不是一个人们可以获得和享受的世界， 而是一种我们将热切

希望栖息、 希望重新拥有的世界”。［３］ 事实上， 鲍曼的说法还有一点要略作修正， 因为共同体恐怕还是

一个人们从未拥有过的世界①———倘若按照对那样一个可能性实在的描述来对照的话。

如果说 “绝地天通” “巴别塔” 都还是停留在神话传说的层面， 那么现代社会思潮兴起的过程， 或

许同时也是理性和细节化想象共同体的历史。 古希腊时期的哲学家柏拉图在其 《理想国》 一书中最先

开启了对 “人类共同体” 的制度化设计， 因为在他看来， “一个善人唯有在一个善的国家才有可能存

在； 如果不同时考虑什么是城邦的善， 那么讨论什么是个人的善这个问题便是白费心机。” ［４］ 而这个善

的国家就是按照社会分工的原则， 由哲学家作为执政的国家， 施行的是 “贤人政治”。 正如美国著名政

治学者乔治·霍兰·萨拜因指出的， 柏拉图国家理论的结晶或者说核心是正义的观念， 而他的理论包

括两个主要命题或部分构成： 第一， 政府治理应当是一门艺术， 需要依靠精准的知识； 第二， 社会是

由那些有能力彼此互补的人在一起形成的， 而他们在一起则是为了满足彼此的需要。［４］ 从中可见， 柏拉

图的国家与社会几乎是同构的， 并且他似乎认为人与人之间可以相互依靠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 需要

探讨的仅仅是具体的人是否具备以及有多大能力的问题。 不过， 考虑到柏拉图生活的时代， 他的判断

或许有可成立的地方， 毕竟古希腊时期的城邦国家在很多人看来是最具雏形的人类共同体。 英国政治

学者鲍桑葵就说， 在近代世界开始以前， 在希腊城邦中存在过也只在那里存在过这样一种共同体。［５］

然而即便人与人之间可以相互依靠形成一个制度化的 （尽管是极小规模的） 共同体， 也还需要明

辨这其间的形成机制是怎样的？ 显然， 柏拉图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他只给出了愿景： 人类精神只有

在一个精神的共同体中才能获得完美而高尚的生命……这种精神虽然在该共同体的每个成员的生活与

行动中表现各异， 但其本身却始终是一致的。［５］

１４

① 这里可以提供一个参照， 中国历朝历代在追溯以往， 并借以讽喻所处时代的时候总是说 “三代以下”， 而事实上 “三代”
从时序上看是一个需要重新确证的阶段， 对 “三代之治” 的所有描述均是后世所追加的。 换言之， 是后世的一种想象。 但这并不

影响历代士人将之比附于治世典范， 进而作为训诫当今的理论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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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拉图之后， 对于共同体的描述越来越多， 也越来越精细。 １８ 世纪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

门就从生理学知识获得灵感， 致力于建立起 “社会生理学”， 亦即认为社会是一个 “真正的有机机器”，

个体生活构成了其中的组件， 它的和谐依赖于所有构成 “弹簧” 的和谐。 每个 “弹簧” 必须提供自己

的 “作用与反作用份额”。 ［６］在圣西门看来， 人生命的每一个时期以及社会 （躯体） 发展的每个时代，
都拥有一个与其需求相适应的 “卫生体制”。 正是这样的 “卫生体制” 的和谐运作， 人类共同体就拥有

了自我循环和发展的能力， 从而构筑起一个美好完满的未来。

与柏拉图相比， 圣西门所描述的共同体已经具备扩展到整个人类的能力 （当然能否在实践中施展

则是另一层面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 圣西门并不认为这个共同体的良好运作是自我证成的， 相反， 他

很明确地警告说， “如果不遏制危机， 我们就可能真正地、 无限地退回到野蛮状态， 因为危机是世俗或

精神劳动分工在实施扩展中的暗礁。 个体与群体间的关系 （构成部分间的相互依赖） 被阻滞。 为思想

混乱所困扰的社会仅靠获得的速度来运转， 成了彼此孤立和相互竞争的个体的混杂体”。［６］

圣西门的 “共同体” 想象多来自于他对现实境遇的 “超越”， 所以注定被冠之以 “空想社会主义

者” 的头衔； 而作为社会学家， 以系统地研究社会行为与人类群体为己任， 滕尼斯似乎更强调 “共同

体” 的 “接地气”， 所以他认为， “一切亲密的、 秘密的、 单纯的共同生活， 就被理解为在共同体里的

生活。” ［７］由此， 滕尼斯就可以区分出家庭共同体、 宗教共同体、 商业共同体等不同的层级或单位， 并

且有血缘共同体、 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等多形态的组合方式。

毋庸置疑， 滕尼斯对 “共同体” 组成及功能的解析成为社会学视野下最具经典性的描摹； 然而非

常有意思的是， 滕尼斯一方面极其敏锐地指出共同体是 “一种原始的或者天然的人的意志的完善的统

一体”， 是 “一种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 另一方面又刻意地将之与 “社会” 做出区分， 因为在他

看来， 社会也是一种 “人的群体， 他们像在共同体里一样， 以和平的方式相互共处地生活和居住在一

起， 但是基本上不是结合在一起， 而是基本上分离的。” ［７］ 事实上， 如果和后来者的论述对照， 滕尼斯

的 “社会” 倒更像被不断描述、 亦即是更为宽泛意义上的共同体。 更重要的是， 滕尼斯无论是在讨论

共同体， 还是讨论社会时， 都没有明确地将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作为一个可能改变共同体与社会存

在形态， 以致两者之间发生转换可能性的变量； 他甚至也没有将 “传播隔阂” 纳入专门讨论的范围，

而人类历史上的冲突、 共同体的瓦解、 社会的失序与崩溃， 应当归之于 “传播隔阂” 的却比比皆是。
这一点， 倒是圣西门还看得透彻一些。

圣西门绝不是唯一一个认识到危机的人， 将其思想收编为己用的马克思更为突出地讨论了共同体

及其内部交往问题。 马克思首先看到的是作为个体的人的可能性与局限性， 他指出： “生存于一定关系

中的一定的个人只能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以及与这种物质生活有关的东西， 因而它们是个人自主活动

的条件， 而且是由这种自主活动创造出来的”。［８］ 不过， 马克思对人是寄予厚望的。 在他看来， 交往的

人的全面发展的形态， 是未来社会的交往形态。 “这种社会形态建立在交往的物的依赖形态发展的基础

之上， 但摆脱了人的依赖关系和物的依赖关系对交往的限制， 以个人的全面发展为特征。” ［９］换言之，
未来的社会共同体是一个 “全面发展的个体” 有机结合的整体——— “共产主义的特征： 每个人的自由

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这几乎又是一个美妙的梦想的翻版， 只不过这一次马克思将之

基础建立在了人的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上， 也就摆脱柏拉图将社会 （国家） 与个人先后序列倒置的

状况。

二、 跨文化传播中共同体想象的动力机制

爱德华·霍尔在他的另一部作品 《超越文化》 中说过， 他相信， 人从总体上是抗拒分离的。［１０］ 而这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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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对分离的抗拒一方面来自于人的偏好性 （如对物质资料的依赖、 与父母同住的安全感、 对权力的需

求和支配他人的需求、 肉欲、 民族主义等等）， 一方面则是 “人是群居的动物” 秉性使然， 这也就厘清

了人类共同体想象的深层动因。 而且， 如果以滕尼斯的共同体概念对 “结合” 的强调来对照， 霍尔在

这里正以跨文化传播的论述将共同体的想象勾连在一起。

从理论上看， 跨文化传播要达致的最理想状态当然要推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 这应当是

迄今为止对人类共同体做出的最完美的制度性设计， 正如陈力丹先生所研究的， 马克思恩格斯贡献给

跨文化传播领域的重要理念就在于精神交往的论述。 换言之， 这是跨文化传播的意向性表达， 因为在

马克思恩格斯的表达过程中， “传播” 与 “交往” 几乎是同义的。 而我们也知道， 传播会表现为文化的

内在张力， 关于这一点， 德国文化人类学者格雷布尔曾经明确指出， 两个文化区域的距离无论是互相

邻近， 或远隔几个大洋， 都不能妨碍跨文化传播， 因为有神秘的 “文化波”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ｗａｖｅ） 存在。［１１］

在笔者看来， 这种所谓神秘的 “文化波” 其实是一种基于不同文化 （物质和精神） 的异群体间内

在的交换的欲求与动力。 康有为是近代中国人里戮力思考如何构建人类共同体的知识分子之一， 他的

《大同书》 就非常明确地表达出这样的欲求， 而且还呼应地给出了对策。 康有为认为， “夫欲合人类于

平等大同， 必自人类之形状、 体格相同始， 苟形状、 体格既不同， 则礼节、 事业、 亲爱自不能同。 夫

欲合形状、 体格绝不同而变之使同， 舍男女交合之法， 无能变之者矣。” ［１２］在今天看来， 康有为的认识

显得相当幼稚， 而且还本末倒置， 但是他几乎是不容置疑地肯定了人类群体之间这种 “求同” 而至

“太平世” 的深层动力和层级演进。① 同样几乎不可辩驳的是， 这种求沟通求理解的动力在今天依然强

劲如昔。

吴飞教授特别指出， 全球化时代人类交往需要超越 “我们 ／ 你们” 的二元思维， 并引入查尔斯·泰

勒的论述， 认为泰氏的 “差异政治” 与 “尊严政治” 原则存在着逻辑上的扞格。［１３］ 与此相关， 有一点

值得强调， “我们 ／ 你们” 的二元思维的存在恰恰是人类追求交往的原初动力所在。 之所以如此确信，

一方面是 “如果没有 ‘他们’ 作为参照， 也就无法对作为社会群体的 ‘我们’ 进行定义。” ［１４］ 另一方

面， “我们 ／ 你们” 依然是一种内部系统， 具有某种闭合性， 而在这样的系统中无疑会存在着竞争关系，

只不过竞争的指向可以是消灭对方， 也可以是容纳对方。 如果缺少这种消灭或容纳， 就 “无法彼此学

习， 无法了解如何思考、 如何感受、 如何行动才是正确的， 我们之间的交流将没有意义”。［１５］ 说白了，

交流不是为了实现心连心 （这毋宁说是一种奢求）， 而是为了实现手拉手 （这是具有现实可能性的），

正如阿皮亚在其 《世界主义》 一书中写道： “我们应当了解其他区域的人们， 关注他们的文明、 他们的

论证、 他们的谬误、 他们的成就。 这样做不是让我们达成某种共识， 而是有助于增进彼此的理解。” ［１５］

三、 结 　 　 语

要而言之， 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 （交流） 是彼此唯一的生存之道， 其指向不在于简单地追求消灭

或兼并某一方 （这当然是某一势力在一时间的目标）， 而在于置于历史演进的长河中保留一份维系众生

的存在性动力。 这也正是传播思想史大家彼得斯所称的， “ ‘交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是现代人诸多渴望

的记录簿。 它召唤的是一个理想的乌托邦。 在乌托邦里， 没有被误解的东西， 人人敞开心扉， 说话无

拘无束。 看不见的东西， 渴望愈加迫切； 我们渴望交流， 这表明， 我们痛感社会关系的缺失。” ［１６］看起

３４

① 康有为对人类社会的设想可以描述为 “据乱世” “升平世” 和 “太平世”， “太平世” 属于最高阶段， “人类齐同无级”，
“诸种合一， 并无智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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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彼得斯是有些悲观的， 毕竟这些跨文化交流中的共同体想象无论多么精致、 多么具有体制化潜能，

都最终不得不沦为一个 “理想的乌托邦”， 但是反过来看， “看不见的东西， 渴望愈加迫切”， 这不也是

人类向前发展的动力所在？

回到本文开始所引述的， 习近平提出 “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构想， 无疑更有实践层面上的考虑，

正如他在 ２０１５ 年的博鳌亚洲论坛演讲中所言，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 各国同处一个世界。 共同发展是

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符合各国人民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 应该牢固树立

命运共同体意识， 顺应时代潮流， 把握正确方向， 坚持同舟共济， 推动亚洲和世界不断迈上新台

阶。” ［１７］生存和生活于同一个地球， 是我们一直未变的 “当下”， 而共同发展和持续发展则是期许和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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